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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文书中的“风水观”与生态环境保护 

——以苗族、侗族“择吉冢”文书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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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已收集整理出版的清代、民国时期的清水江文书中，关于“择吉冢”的内容及其体现出的“风水

观”不仅引人注目，而且地域特色鲜明。研究发现，“择吉冢”类文书中的风水观及其相应的民间风水堪舆行为的

大量存在，实则是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多姿多彩的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它表明了风水观念及其行为在清水江流

域已深入人心，成为苗、侗等民族民众生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民族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从生态人类学

的视角看，“择吉冢”类文书既是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与文化习俗的重要呈现，也是生活

实践中生态保护机制的活态反映，尽管其中夹杂有唯心色彩和迷信成分，但其对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却具有持久性与权威性的价值和影响。 

【关键词】:生态保护;风水观;“择吉冢”文书;民族社会;清水江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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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自西向东从贵州黔南都匀市贯穿黔东南的丹寨、黄平、凯里、施秉、台江、剑河、三穗、锦屏、天柱等县市，进入

湖南后汇入沅江，干流全长 514 公里，流域面积 17157 平方公里
［1］
，流域人口约 450 万，其中苗、侗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

的 75%，是全国苗、侗、布依、水、瑶等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和苗侗文化中心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该流域自清代以来即成为

中国南方重要的林业生产区，如流域锦屏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县拥有活立木(林地中生长着的林木)9000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接近 90%。”
［2］

自明末以来的三百余年间，清水江流域之所以能青山长在，绿水长流，与其区域内的生态环境有直接联系。

对此，有不少学者从自然地理、社会规范、民风民俗及政府政策等方面进行过探讨与研究。本文仅对自清代以来留存的清水江

文书
①2
中的“择吉冢”类文书予以讨论，以为清水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状景提供一个人文历史的观察视角。 

一、清水江文书中的“择吉冢”文书 

在清水江文书中，涉及风水观念者较多。这类文书大约有如下三种情形:一是村规民约中的公山“龙山”的管护和风水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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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水江文书是继徽州文书之后发现的较大规模的地方文书群，存世数量约 50 万份，绝大部分为土地买卖、植树造林、山林

管护和木材贸易等活动的契约，被中外学者誉为“世界记忆”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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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林业生产与林地买卖中对林木保护的约定;三是坟冢买卖契约及坟冢选择等体现在丧葬风习中的风水观念。而其中最能表现

风水观念的，是丧葬行为中的“择吉冢”以及“龙山风水宝地”的培植与管护。 

清水江流域民间的“择吉冢”，即通常所说的选择阴宅、墓地，亦即观察、选择墓地(阴宅)风水的行为。为“择吉冢”进行

堪舆风水的行为实践者多为风水先生，而堪舆的环境则与大、小不等的“龙山”紧密相连。所谓“龙山”，即是依据山脉的走向

延伸趋势而确定的能“藏风”“得水”“乘生气”，可给人们带来吉祥福祉的山岭、山丘或山脉。民间认为，古之风水以龙山为吉

地，以山的气脉集结处为龙穴，在吉地的龙穴作墓地或建宅，可以得到吉祥。清水江文书中，“龙山”在指称范围上是一个弹性

概念，既指具体的墓穴所在地，又指阴宅所在的山岗岭坡，还指环绕一个村寨或数个村落的山脉山岭，即“龙脉”，因记载的事

项不同而范围各异。但不管范围大小，对其堪舆的风水先生通常被称为地理先生，或简称地师，如“请到高冲村刘文举地理先

生承龙理脉……”
［3］80

“立请地理先生字人龙大清”
［3］125

等。地师基于风水的考虑，在受请堪舆确定拨换、调换或购买阴地后，必

出具相应的“课地”文契，而文契的开头均标有“立课佳城”
①3
“择吉地课单”等字样，这类文书即为“择吉冢”文书。于此，

特择两例以示其端。 

例 1:立课佳城 

登山祥审得一新地。柳星二宿发脉摇动，老龙精气辞楼下殿，转井鬼成胎形，家名曰黄龙出洞形。龙浪濯、沙如勒，屯军

宾主，正东南之美。由此观之，富而且贵，非前从着眼之未功;造化留心与福善，故祖积有心地，应有此地耳。立土者兼金盘针

丁未丁丑分金，立金局借库消纳而去。龙穴沙水四端不假尽列。备表于单，是为万古平安之佳城也。地名坳岭山新地一穴，日

后令尊百年之后进葬另立课单 

末学堪舆凤城唐天常渠阳吴正荣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三日申时进葬太凄姜氏永远发达吉课 

永远兴隆
［4］13

 

例 2:择吉地课单 

新劈地势。查迢迢山发迹，如祖宗而生子生孙;汩汩水流长，自本自根而分枝分派。云辞楼下殿不远千里而来，问祖寻□岂

可判途而止，贵龙重重穿出帐，贱龙无帐空雄怅;贵龙多字穿心个，富龙只从旁生卫，喜者起而郎伏，伏郎起此龙气旺力无比。

砂云:左有功曹爵禄，右有转送金箱，前有登明甲马红旗，后有天罡金娥。云水之曰:第一养生水到堂，贫狼星照显文章，受脉

已龙入首配作异山。乾兼已亥三分，庚戊辰分金水归，癸去变作阴火阳木之局。故而生死之玄穷也，得合万水，只从天上去贵

得明师□。观音坐莲台生成净瓶秀丽，童子朝拜，日有千人拱揖，夜照万展明灯。有福之家，勿怪前人着眼之未功，造化留心

与福善，阴阳有福者，正是牛眼洞鉴之佳城也。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卯时安葬母亲范氏地名党早 

人杰地灵 

地师吴正荣
［4］149

 

从文献来看，以往研究苗、侗等民族丧葬文化习俗，大都专注在葬前作“指路”以“超渡亡灵”等法事上。用于“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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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佳城”，即墓地、阴地。用“佳城”比喻吉冢，源自南宋人胡寅( 1098－1156 年) 诗“平和梦奠处，郁郁佳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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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是各民族口耳相传遗留至今的各路“指路经”，通过清水江文书中的“择吉冢”文书，我们也看到与“指路”相伴的

还有“择吉冢”等“风水”事项。即是说，清水江流域民众在中原风水观的日渐浸润及地师的直接作用下，风水理念在不断增

强，除建房、置寨、修路、塔桥等事必考虑风水外，对于亡者的安葬，更是要根据风水观念作出判断和选择，于是地师的“择

吉冢”堪舆风水行为便不断地得以进行，如上述相关文书便不断地被其出具和传世。与之相随的是，下葬时间的选择和系列丧

葬环节。由此大致可说，自清代以来，苗、侗等民族丧葬习俗文化呈现出融丧葬前的“择吉冢”与丧葬中的“指路”安葬两个

环节于一体的特征，“择吉冢”文书与“指路经”则是这一文化中两个环节礼法文本的遗存。如同“指路经”是丧葬中的礼法理

论文本一样，“择吉冢”文书也可视为丧葬中的礼法理论文本，但其中明显充斥着风水观念及其对生态环境的诉求。 

二、“择吉冢”文书中的风水观 

吉冢的地理核心在于风水。一般而言，清水江流域丧葬文化中的“择吉冢”，既是实际的墓葬行为，且其行为背后亦反映着

当地民众浓厚的观念形态，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观。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人的死葬不仅是找到一块墓地、立碑入土

就为安葬，而是尤为重视理想的坟冢地理龙穴，即风水地理学中的“龙真”。“龙真”的地理表现是“气精”充实，如《葬经》

所说:“葬都，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
［5］

即安葬死者的坟冢，一定要选择能

凝聚生气的地方。故此，“择吉冢”是一套循着龙脉寻找能够凝聚生气的龙穴之方法。同时，龙穴还需风水相配，“风水之法，

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5］
，因此，风水地理学重视“山环”“水抱”，山环可保生气不散，水抱可使生气凝聚。概而言之，择吉冢

的风水地理有三个重要的概念:一是真龙(龙脉)，二是砂(山)，三是水。寻找和确立吉冢相应也有三个步骤:首先是寻查龙脉，

然后观察龙脉环周的砂、水形势，最后在符合山环水抱的理想地理形势下，采用罗盘精准确定坟冢位置，即“穴的”。这就是传

统坟冢风水理论中的“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再加上“向”(方位)，即构成风水地理说中的“地理五诀”。 

上引两例择吉冢文书，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水观”的简要表述与实际活动的演示。例 1文书文字第一部分中的“佳城”，

意即好坟冢，即吉冢。好坟冢在地理上要观察山脉走势，重在龙脉及精气聚散间关系，这在该文书中写作“老龙精气”;文书中

“富而且贵，非前从着眼之未功;造化留心与福善，故祖积有心地”，意即吉冢带着人生富贵荣华，得吉冢是死者生前的善行所

修得，而又可延续于子孙后代。第二部分则是寻找和定位“吉冢”的方式。用罗盘辨别方位，准确定位吉冢，即文书中的“金

盘针丁未丁丑分金”，用此方式找到的穴冢呈“龙穴沙水四端不假尽列”的形势，该文书中“龙”“穴”“沙”“水”，表述的即为

上述所言之“龙真”“穴的”“砂环”“水抱”，意即该处穴位置合于龙脉，且呈现山环水抱之势，即该处是“龙真”。 

两件文书的立写日期前后相隔 17 年。尽管在“择吉冢”的“理论”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内容基本一致，且时间越后，风水

地理观念越明细。如例 2与例 1的文书相比，不仅引出了“贵龙”“贱龙”与“富龙”的概念，明晰了三者的差异形态，而且对

风水地理用词术语更为规整，其中“云龙”“云砂”“云水”都是对风水观念进行直接明确的表述。类似上述“择吉冢”文书在

清水江流域清代和民国的文书中都能见到，亦即“择吉冢”作为一种丧葬文化习俗在这一时期的清水江流域颇为盛行。 

三、“择吉冢”文书“风水观”的生态保护价值 

传统风水理论尽管繁杂错综，但根本在水环山抱，亦即“得水为上，藏风次之”。从自然地理看，山地能蓄水生气，一定为

林木茂盛之环境，如此看来，注重风水观念及其行为在另一种哲学层面上成了生态环境保护最原始的保障机制，而体现在“择

吉冢”文书中的“风水观”，则具有了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 

“择吉冢”文书的“风水观”所具有的生态保护价值，主要是将“择吉冢”丧葬行为作为一种生命观显示出来。换句话说，

风水与生命观念的密切关系，将择吉冢中的风水观念自然地赋予了生态保护的意义。墓葬最先也并非汉族自然的墓丧葬形式，

如《周易·系辞·传下》所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与汉族一样，清水江流域苗、侗等民族早先

也不实行墓葬。资料显示，明代起，墓葬方在流域一带逐渐盛行起来，于是便有了寻找“龙真”的风水行为，以及葬礼中烧“疏”

与“卖阴地契”等墓葬事项
［6］
，“择吉冢”文书便成了墓葬礼法的产物。墓葬及伴随而来的“择吉冢”习俗，根其本在于风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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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说中内涵厚重的生命观。 

首先，“龙真”风水与人的生命至为相关。“龙真”风水不仅在于安息先人灵魂，更关乎后世子孙的福祉，即通俗所说的“山

管人丁水管财”。“砂”(山)势预示着后世人丁的兴旺，“水”势关乎子孙后代的财运，于是在龙真的定位上就特别重视，故有所

谓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寓义。由于风水关涉到家族或家庭成员生命的安康富贵、事业的繁荣昌盛，所以“择

吉冢”不仅是一种单纯的风水行为，而且是一种生命哲学。 

这种能让逝者入土为安，并寄托着庇佑后世的风水观念及行为，渐以成了清水江流域苗、侗等民族的丧葬文化。上引乾隆

三十五年的“择吉冢”文书中写道的“富而且贵，非前从着眼之未功;造化留心与福善，故祖积有心地”，就表达出为故世者择

吉冢，是关涉到后代的富贵与事业发达的理念祈望。一件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阴地分关合同”文书“地学自有天理，自得

地理，修心地乃得阴地。是知古之生贤发贵，福荫财丰，无不自风水中之合法而来者”
［3］273

的话语，明确地宣称了风水与福荫后

代密切相关的生命哲学。而在另一件道光、咸丰间的文书中
①4
，更是将培护风水视作营造与促进本地社会“人文蔚启(起)”的祈

望: 

立合同蓄禁坟山杉木字人姜克顺叔侄、姜凤灵恩瑞叔侄、大明凤池叔侄公孙人等。所共有老三公坟山一处，地名阜冉依母

猪形，四抵俱破冲为界，窃频未蓄禁杉木虽以成林，因内外人心不古，藉公入私屡屡妄砍蓄禁难成，因约我三公人等，每公出

钱三百文全行再议，凭此修理蓄禁，以后不准内外人等妄破。若有妄砍挪获得□，众罚钱三午三百文。俏或三公内人势情有股

妄砍者，挪获抗□我等三公内一体同行秉公法究。此议之后各自父谕子而子征孙，愿我等蓄禁山丰林而坟滢洁，人文蔚启后裔

昌隆永远发达。此合同为据。
［7］

 

文书中将培护风水与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人文蔚启”相关联的思想，无疑是既让死者入土为安，又借之依托风水庇佑后

世的生命哲学的升华。这种生命哲学实质即为“择吉冢”文书的思想基础和对未来个体生命的预期。同时，它更是民族社会未

来生命的起点，内涵着这一意义的文书在清水江流域不乏其例。如在一件乾隆三十二年的“择吉冢”文书中，预测死者归葬吉

冢四年之后，“辛卯未年内定生贵子，已酉丑年家业兴，寅午戍年田产进，申子辰年播声名，日后果然见较验，代代相传莫忘情。”
［8］

一件阴宅诉状文书中写道:“蚁等祖遗地名高良坡山场一所，世代栽蓄管业。蚁等始祖以来知此高良坡是吉地，……第苗夆寨、

乌山寨一带命脉，生灵有关。”
［9］

即对关乎着苗夆寨、乌山寨两寨生灵未来前景的龙脉“吉地”高良坡的祈望与保护。 

其次，风水观念还与苗、侗等民族原始信仰相融一体。风水观念在形式上是一种自然崇拜，实际上则为祖先崇拜。明代以

来，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流行着自然崇拜习俗，并在自然崇拜中融入祖先崇拜，认为祖先灵魂不死，永在人间。即一方面他们

有“枫树”妈妈始祖植物崇拜，又有在丧葬中通过“指路”将死亡者送归北方祖先地的祖灵信仰。一旦风水观念成形、固化，

其自然便与原始信仰相互交融，将表现于祖先崇拜的植物崇拜演化为以墓穴构筑起的家族空间的风水崇拜，将祖灵信仰从神往

北方回到了安葬现实，让祖先安魂于斯地的水风龙真，加重了在地的现实性。于是，原始信仰神学的想像与实地的风水哲学融

合后，一种以生命哲学为内涵的风水信仰便建构起来。对自然风水的敬畏与追求，也就无形间成为保护自然生态的社会伦理。

而“择吉冢”文书实际上反映了一套完整的自然生态与社会行为中天地人合一的生命观，于是，对风水的保护便成为一种自觉

的社会文化行为。 

事实上，在“择吉冢”文书中，对于祖先的敬畏常常见有保护“后山”等风水的告诫。因“后山”被视为龙脉，事关一村(寨)、

一族、一姓的兴衰，故要保护后山的山势辽远雄伟，有龟背“玄武”之气，又要维护其景观秀丽开阔，呈“朱雀”之象，为此

后山往往成为“禁地”，不能开山破坏，林木只能蓄养而不准砍伐，以“禁地”的“身份”被保护了起来。同时，又因龙脉还可

加以培植增强风水，如文书中所言“自古及今，随其蓄禁，培补阴阳风水”
［3］146

，于是为配合风水，村寨都鼓励营造风水林，以

护坡防险、涵养水源，使民众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对自然生态自觉加以保护的积极行为。即是说，风水观本身内涵的生态保护意

                                                        
4
①该件文书原件因时间落款部分文字损毁，故文书时间不祥，也未有凭中、书写人等信息。但从文书内人物姜克顺叔侄、姜凤

灵恩瑞叔看，应是道光、咸丰间锦屏县加池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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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更在于作为信仰的风水观念，也作为一种内化的生态观念对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产生“法”意义上的约束性作用。孔子“山

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的警示，表明了营造风水就有培植山川之神气，强化风水观就足以“纲纪天下”的意涵，而这里的“纲

纪天下”即是树立起的一整套保护自然生态的理念、制度和行为，而其又往往与民族社会的原始信仰相融相生。 

四、“择吉冢”文书“风水观”与生态保护实践 

严格地讲，历史上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没有留下有如儒家文化传统那样将自然比喻为“天下之大道”等自然生态理念的经

典文献，因此，很难察看到《孟子·梁惠王·上》所云的“草木荣华滋长之时，斧斤不入山林”的生态经验总结。但从上述分

析可见，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倚重坟冢风水地理所形成的风水观念意识，其实即为民族社会自然生态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

常态化反映。因此，在“择吉冢”文书中表达出的天地人一体的生命观及其相应的制度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苗、侗等民族民

众以保护自然生态为目的的实践自觉性的真实写照。在此特引相关文书一组，以视清水江流域天柱、黎平、锦屏等地民众经由

风水观而来的生态观念及其生态保护实践之一斑。 

其一，天柱“坟山风水事宜凑钱告状合同”: 

立合同人蒋万秀、友邦、元韬、秀后等，情因白水洞坟山被杨福交所卖，私条经死命脉，即日请凭地方向面理讲，昂然不

尔。众等上县具控，日后所费盘缠，绍依人丁钱粮。□□所获，日后有分之子孙，不得异言。今欲有凭，立合同寔实。 

嘉庆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立
［10］

 

该文书述及蒋万秀诸人对白水洞家族坟山被私自出售的行为及产生“经死命脉”(龙脉)的严重后果进行起诉，以保护本家

龙脉完好之事。这起以家族为中心“依人丁钱粮”“凑钱告状”的事件，无疑在保护龙脉的过程中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 

其二，黎平“禁成古树以培后龙”文书: 

立让出字人龙绍彬、(绍)灼、(绍)□、绍辉弟兄四人。为因众等刘新辉、吴国文开基先祖胡汉武、武有利、曾亨文、杨芳

贵、杨通政、通□等，因求到龙姓弟兄荒山一所，弟兄自愿将祖父得买景马冲山一块，上冲抵二层坎子为界，主山左边劈岭为

界，右边凭塘埂劈上坡登岭，包通景马温并已都将，下抵老枫树劈上登坡顶，山脚到迅抵酋坎，四至分明。今弟兄自愿付与众

人禁成古树以培后龙，永做古记。从人补过周悦纹银二两五钱整。自让之后永无异言，今恐人信(心)难凭，立此字约永远发达

存照。 

凭中族兄绍宏石隆基笔绍灼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立
［11］

 

文书追述了迁住新居的几姓人户通过购买山地，以封山育林，“禁成古树以培后龙”之事。流域民族社会的民间经验表明，

群体性的、主动培植风水林的自觉行为，无疑最益于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生态系统内的良性制衡。

该则文书即为这类民间经验的事例反映，无疑使人们对清江流域民众的生态行为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其三，锦屏“立聚议公山规条合同”: 

立聚议公山规条合同字人启蒙寨孟德房杨国幹、(国)礼、杨文富，高寨房杨纯钞、(纯)海、杨和均、盛滋，果境房杨世训、

杨家训、(家)明，盘妹房杨昌方、杨秀彬、(秀)乾，高凸房杨家楣、家楹五房人等。诚恐寨内人心不古，乱将公山并阴地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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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私行发卖，是以公同聚议，自今以后五房人等各照后议规条行事，如有何房人不遵规条者，四房共同与其抗衡。所有合同

条规开列于后。 

——议公山阴地永远不准发卖 

——议公山杉木不准那人私卖，势必五房主事人一齐临场始行可也 

——议若何人请地师于公山内看泻地者，不许将阴地谢师 

——议公山冲岭之田坎上只许修坎高一丈五尺，一丈五尺外有杉木者，乃系公山之木 

——议倘有外人盗葬我等公山之内并偷公山之木，若有人知者务要报明五房主事人，凡我众聚议之人务宜同心协力认真理

楚，倘有何人因循躲闪不集理者，天神共鉴。 

五房人“收执”(略) 

合同□□□(半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岁 

润二月初六日杨纯钞笔立
［12］

 

该契表明，在锦屏启蒙侗寨一带，长期存在着“公山并阴地”的村寨公共性资源，并获村民的制度性保护。鉴于当时贵州

军阀混战的波及，为预杜“寨内人心不古，乱将公山并阴地杉木等项私行发卖”之事发生，启蒙侗寨 5 个房族共同约定款规 5

条，以使“公山并阴地”在乱世中得以持续保护，并具“如有何房人不遵规条者，四房共同与其抗衡”之震慑。该款规旨向明

确、内容具体，除强调各房严格照“规条行事”外，也强调个人在公山阴地的林木与环境保护上的职责，对于违规行为尤其应

挺身制止，而不得“因循躲闪”。这一以集体方式维护公山龙脉及其林木生态的文契表明，在清水江流域有着社会性集体保护生

态环境的传统良风。 

其四，锦屏“同心议立禀葬阴地合约”: 

立分进葬字人加池岩湾二寨人等。窃维龙脉乃富贵贫贱之攸关，护卫及生死存亡之重要。因吾二寨后龙命脉及护卫，其□

历采数千余年毫□进葬，阴地损伤，前遭别人累生意见，前人累次阻挠。迄今实被加池寨姜荣福迁父纯勉于后龙抱系坎上，开

井欲葬。我等预□其葬，约集二寨人等齐往穴处阻。而荣福叔侄自愿善迁别地，实乃双方幸福。诚恐日后世久年湮，有人倘生

异意图谋取葬，有伤风水龙脉要处，故我二寨人等，合意同心议立禀葬阴地合约:从此以后所有后龙命脉护卫要处，清松朱岗分

峡以下，不俱公私两地，不许谁人谋取进葬，若有此情二寨人等极尽禁阻，以保富贵绵远，子孙昌盛。恐口无凭，故今共立禁

进合约，永远发达，存照为据，所有人名开列于后。 

加池:姜家卿、姜文鼎、姜文硐…… 

岩湾:范锡元、范锡蕃、杨永兴…… 

笔范锡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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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炳宽存一张姜源霖存一张 

立合约□□□□□存照(半书)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九月三十日
［13］

 

如果说，前三则文书言及事项范围较为狭小的话，该则合约则扩及到了村寨与村寨间。在清水江流域，有不少地方存在两

个及以上村寨共有的事关“富贵贫贱之攸关，护卫及生死存亡之重要”之“后山龙脉”之“共立禁进合约”，表明在流域民族社

会的族际之间、村寨之间的较大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联合培植风水、保护“龙脉”的生态保护行动。从中可以看出，房族间、

村寨间的规条议定，不仅是一种具有远见的防患于未然的决断，以立竿见影于生态维护，而且这种房族间、村寨间对大面积风

水林加以管护的合约，实际上就是民族社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的“立法”。就生态环境保护而言，以“择吉冢”文书及相

似性质的“禁进合约”，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维护自然生态的保障机制，成为清水江流域生态保护实践的最重要环节，并且因其

将苗侗民族的生命观、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共集于一体而有着权威性、约束力和效力性等特征，而这也正是流域苗村侗寨当今

古树浓荫、青山环绕、清水长流、人与自然协调共生景象的重要文化因由。 

五、结语 

著名历史文献学家王振中认为:“无论是什么区域的民间文书，除了商业史、法制史和土地关系史研究之外，社会文化史的

总和研究亦大有可为”，而实际上，“社会文化史视野下展现出来的文书世界，极为丰富多彩”
［14］

。毋庸置疑，自古而今，清水江

“郁郁的森林、优美的环境，既与苗侗等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民族习惯法、民族宗教信仰与禁忌、林业经营管理等制度密切相

关，又与以文书为载体的生态文献及其教育以及由此而使人们始终坚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紧密相连”
［15］

。从上文分析可知，“择

吉冢”文书的大量存在，实则是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内容，表明了风水观念已为苗、侗等民族生

命观的组成部分，不可或缺。该类文书及其体现出的风水观念与行为，既是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文

化习俗的重要呈现，又是生活实践中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的活态反映。所谓的“吉冢”“风水宝地”，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看，实

际就是生态系统内地质、地貌、水文、小气候、土壤、植被这些自然要素相互协调的好的生态环境，保护“吉冢”“风水宝地”，

从内涵上讲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尽管“择吉冢”及其体现出的“风水观”与实践行为夹杂着不少唯心色彩、迷信成分，还有可

能在流域的发展历程中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其中所包含的合理、科学内核，之于流域的生态环境保

护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教育并调动民众理性而又自觉地保护影响自己生存的生态环境，却是具有持久性与权威性的价值

和影响。基于此，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征程中，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与“经世致用”

的学术精神，重视对清水江文书中关于生态保护相关内容的研究，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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